
2001年第 2期

(总第 125期)
人 口与 经济

POPULATION &ECONOMICS

No.2 , 2001
(Tot.No.125)

“开流断源”:寻求充分就业的中国农村
劳动力非农化转移理论与模型

何景熙
(四川大学 人口研究所 , 四川成都 610064)

摘要:本文依据中国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非农化转移的经验事实 ,对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的乡—

城迁移模型作出反思与拓展 ,从而构建了寻求充分就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非农化转移的“开流断

源”理论模型。据此 , 作者提出了有关制度改革与创新的两项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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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aden the Course and Cut off the Source” :A Theoretical Model of Seeking for

Full-employment Suitable to the Nonagricultural Transfer of Chinese Rural Labor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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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empirical fact of the nonagricultural transfer of the Chinese rural surplus labor

force , this paper agues with M.P.Todaro on his theoretical model of rural-urban migration in the develop-

ing countries , and establishes a model of “Broaden the Course and Cut off the Source”for the Chinese ru-

ral surplus labors ,which seeks full employment to the non-agricultural sections.According to this model ,

the author put froward two policy suggestions related to the institutional reformation and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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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托达罗迁移理论反思与“开流断源”模型的提出

M.P.托达罗在 1985年出版(第三版)的《第三世界经济发展》(英文版 ,中译本由中国人民

大学 1988年出版)第 9章中 ,对他在 60年代建立并在以后逐渐完善的托达罗模型作了四点概

括:1.劳动力迁移受人们来自比较经济利益和费用这些理性的(rational)经济上的考虑的刺激 ,

其中经济上的因素起决定性作用 ,但也有心理上的考虑。2.劳动力迁移的决策取决于“预期”

的而不是实际的城乡工资差距 。其中 ,预期的差异是由实际的城乡收入差距和城市获得就业

机会的可能性(概率)这两个变量相互作用决定的 。3.获得城市高收入职业的可能性往往和城

市的失业率成反比例关系 。4.劳动力迁移的增长速度超过城市就业机会增长速度不但是可能

的而且是合理的 。即使城乡预期收入差距很大也是可能的 ,城市高失业率是大多数欠发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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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城乡经济机会严重不平等的必然结果
[ 1]
。托达罗理论可以用下面两组核心公式加以概括:

1.乡—城人口与劳动力流动总量模型:

M(t)=f〔d(t)〕, f′>0 (1)

d(t)=W(t)π(t)-r(t) (2)

π(t)=
λN(t)

S(t)-N(t)
(3)

d(t)=W(t)· λN(t)
S(t)-N(t)

-r(t) (4)

在(1)、(2)、(3)、(4)式中 ,M(t)为 t时期人口或劳动力流迁的总量;d(t)为 t时期城乡预期

收入差距;W(t)为 t时期城市实际工资水平;π(t)为 t时期内城市获得就业机会的概率;r(t)为 t

时期农村实际收入水平;S(t)为 t时期城市劳动力总量 ,N(t)为 t时期城市就业量 ,λ为城市新

职业岗位创造率 。在上述 4个方程中 ,(1)式表示一定时期内乡 —城人口或劳动力流迁总量 ,

M(t)是乡 —城间预期收入的函数且此函数(f)为增函数 ,表明预期收入差距导致农村人口向城

市的单向迁移是不断增加的。(2)式表示预期的差距 d(t)由实际的城乡收入差距和城市获得

就业机会的可能性(概率)这两个变量相互作用决定的 。(3)式则说明在一定时期内城市就业

概率(π)与新就业岗位创造率成正比 ,而与城市失业水平(S-N即城市劳动力总量 S与城市就

业量N之差)成反比 ,因此(4)式清楚地显示城乡预期收入差距不但受城市实际工资水平(W)

和农村收入水平(r)的影响 ,也与城市失业水平和新工作岗位创造率分别成相反与正向的关

系。上述乡—城人口与劳动力流动的总量的 4个数学公式十分清晰地表达了托达罗关于比较

经济利益和城市就业 、失业水平是决定乡—城劳动力流转的理论观点 。

2.乡—城人口和劳动力迁移决策模型:

V(0)=∑
n

t=0
〔P(t)Yu(t)-Yr(t)〕e

-rt
dt-C(0) (5)

P(t)=π(0)+∑
t

i=1
π(i)∏

i-1

j=0
〔1-π(j)〕 (6)

M=f〔V(0)〕 (7)

(5)(6)(7)式中 ,V(0)是某个迁移者净收入的贴现值 ,Yu(t)、Yr(t)分别表示迁移者在城市

和在农村的平均实际收入 ,n是迁移者计划待业时间的长度 , r表示贴现率(托达罗把它解释为

反映迁移者的时间偏好程度)即迁移者选择待业时间长度的贴现率。C(0)表示迁移耗用成本

费用 ,P(t)指在 t期以前迁移者在平均收入水平下在城市的积累就业概率 , π(t)则是指 t时期

迁移者新职业空缺与在此期内求职者的积累总数之比率。按(6)式即 P(1)=π(1),P(2)=π

(1)+〔1-π(1)〕π(2)…。在上述3个方程中 ,(5)式表明对于单个迁移者而言 ,在其他因素不

变的情况下 ,作出迁移决策不是由某一时期就业概率决定的城乡实际收入差距 ,而是由 t时期

前累加就业概率 P(t)决定的净收入贴现值〔V(0)〕,换言之 ,在城市实际收入差距一定的条件

下 ,迁移者在城市逗留的时间越长 ,就业的概率也越大 。因此 ,在托达罗看来 ,作为一个理性的

劳动者在作出是否迁移的决定时 ,会从 V(0)>0或V(0)<0来进行权衡的 ,对于单个迁移者

来说是如此 ,对于集体的迁移活动的决策也是如此。因此(7)式 M=f〔V(0)〕表明乡—城人口

和劳动力的迁移是人们预期的城乡收入差的贴现值的函数 。

笔者认为 ,托达罗迁移模型正确地反映了人口和劳动力在比较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向较高

收入的地区或部门流迁的理性经济行为;只要存在相对来说收入高的就业岗位和就业机会 ,就

·4·



会对收入较低 、就业不足的劳动力产生持续的引力(拉力)效应;对迁移成本的计算与预期是影

响劳动力作出迁移与否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 。然而也要看到 ,托达罗将自己的影响迁移决策

因素中劳动力对城市(现代工业)部门就业概率的预期普遍化和绝对化了 ,因而落入了“托达罗

教条”的陷阱 ,即第一 ,迁移数量或迁移率直接随就业概率的变化而变化 ,城市就业机会越多 ,

来自农村的劳动力移民规模也越大 ,而随之而来的则是城市失业率的上升 。第二 ,既然城市就

业机会影响或决定迁移行为 ,农村劳动力基本上是根据对城市就业概率的了解而作出迁移与

否的决策的 ,那么迁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盲目的”
[ 2]
。很明显“就业机会越多 ,失业率越

高” ,因而 ,如不限制乡—城劳动力流迁势必会使城市增加就业的努力化为乌有的托达罗教条

不仅有违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实际 ,也与中国近年来的劳动力流迁与非农化转移的经验事实相

悖。事实上 ,托达罗理论模型之所以会从比较经济利益驱动下的劳动者理性的迁移假定演绎

出非理性的盲目流迁行为的结论 ,其根本原因在于托达罗模型中劳动力在作出迁移与否决策

时对城市就业概率的预期(从而也是对乡城收入差距的预期)是不符合经验事实的 ,是很“虚”

的预期。这里我们可以中国乡 —城劳动力迁移活动为例来说明 。近年来关于中国农村劳动力

转移的众多调查显示 ,外出打工农民在作迁移决策时首先依据的是对欲迁入地点的就业信息

(有无就业岗位以及是否适合自己就业等等)以及对这些信息是否准确无误的判断 ,为了对就

业把握程度高 ,他们的信息主要依靠在外地打工的亲友提供而不是凭籍道听途说的信息或个

人的主观预期。80年代中期以来的“民工潮”主要是靠亲友“传(传递就业信息),帮(帮助找工

作),带(带动一群亲友)”的这种“滚雪球”方式才扩展开来并渐成气候的。其次 ,外出打工农民

的迁移决策与其说是建立在对城市正式产业部门(如国有企事业单位)工资与农村农业部门的

收入实际差距的预期上 ,不如说是建立在对城镇乃至农村的任何一种高于农业部门收入的非

农就业岗位的收入的预期上。事实上 ,只要在扣除迁移成本之后 ,前者(城乡非农部门收入)大

于或略大于后者(农业部门收入)则这种流动势必发生 。最后 ,外出打工农民做迁移决策时 ,不

仅对流入地就业机会的大小和(扣除迁移成本后的)实际收入差距的预期是理性的 ,而且对自

己能否获得预期的就业岗位的预期也是理性的。一般说来 ,中国的外出农民工对目前仍然存

在制度壁垒 ,可望而不可及的城市正式部门的正式工作岗位不产生任何实际的预期 。

综上我们认为:1.农村“劳动力迁移主要受人们来自比较经济利益和费用这些合理的经济

考虑的刺激 。
[ 3]
”其中 ,对迁移者产生具体和明显影响的是来自(部门或地区内)收入相对说来

较高就业岗位的“引力”作用。2.迁移者 ,至少是中国农村的迁移者为获取净收入相对较高的

就业机会的迁移决策与行为 ,虽然是趋利性的但绝非是投机性的 ,因而是一种理性经济行为 ,

而非“盲目的”非理性的行为。这两方面可用经验事实验证的理论启示 ,也是我们赖以建立“开

流断源”模型的前提 。以此为出发点 ,我们所建立的模型将解决托达罗理论与模型未曾涉及的

几个与“开流断源”直接相关的重要问题 。这就是 ,第一 ,在劳动力供应一方 ,转移的“推力”源

于何处 ?第二 ,如何在模型当中合理地概括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化乃至兼业化这类特殊的转

移(如当前农村劳动力“既不离土又不离乡”型的就地非农化或兼业化转移)方式并予以较精确

的计量? 第三 ,用劳动力就业不充分即有效工时不足代替“零值边际劳动力”作为界定农村剩

余劳动力的标准是否更为合理且具有可操作性? 正是通过对在中国出现这类特殊经济社会现

象的经验性观察并循着托达罗等中外学者留下上述问题的思考 ,我们尝试建立解释力更强的

理论模型 。

二 、建模框架:基本概念与理论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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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定义

1.农村劳动力:指户籍所在地为农村社区的人口中 15 ～ 64周岁的男性和女性个人 ,但不

包括其中的在校学生 、服兵役人员 ,以及因身体原因不能劳动的人等 。

2.农村剩余劳动力:专指中国农村中不充分就业的劳动力;所谓劳动力的不充分就业则是

指每个单位农村劳动力每年有效工作时数① 低于公认的单位农村充分就业劳动力年度有效

工作时数标准的一种状态 。

3.农业剩余劳动力:指从事农业(含种植业 、养殖业 、林 、牧 、渔业)的农村不充分就业劳动

力。

通过上述三个概念的界定 ,我们实际上强调它的两点重要含意:其一 ,农村和农业劳动力

剩余的核心和实质是劳动力的利用不足 ,即就业不充分 。其二 ,按照一个国际国内可以接受的

标准 ,农村劳动力的有效工作时数的多少可以作为判定其是否为剩余劳动力以及对劳动力剩

余的程度作出界定。关于用不充分就业作为劳动力剩余的界定标准的合理性 ,笔者已在最近

的一篇文章中作了详细论述
[ 4]
。

(二)基本理论假定

我们是在以下几个理论假定成立的条件下 ,构建“开流断源”模型的:

1.经济理性假定

农民(即农村劳动力)都是理性的经济人 。在中国现行农村经济制度下 ,农民从事的一切

经济活动的目的在于追求物质利益的最大化 ,避害趋利是农民的经济人本质。

2.工时有效性假定

在农村现行经济制度下 ,对土地拥有法定使用权以及对其他生产要素拥有支配权的农民

对其劳动时间的支配与利用将是最充分和最有效的 。农民不会在自己支配的劳动时间内偷

懒。

3.有效工时的同质性假定

根据工时有效性假定 ,可以将以农村劳动力的有效工时为单位的劳动量视为无差别的 、同

质的劳动耗费并用以计算劳动力利用的有效程度 。

4.劳动力资源自行合理配置假定

在中国农村现行经济制度下 ,农民具有自行配置劳动力资源并使劳动力利用效率最大化

的倾向②。因此 ,以寻求经济收益最大化为前提的劳动力充分就业是这一倾向的具体化。

三 、“开流断源”的理论与模型

依据上述四个基本的理论假定 ,我们设定与建立本模型直接相关的三个推论:

推论 1.中国农民非农化转移的目的在于寻求以个人经济收益最大化为条件的劳动力充

分就业 ,亦即有效劳动时间满足制度工时标准的就业状态。

推论 2.农民个人的非农化转移决策的依据是自身对单位有效劳动时间的预期收益差距

之理性估计。

推论 3.中国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是农村劳动量即有效工作时间向非农产业部门的

·6·

①

② 所谓倾向是指农民所具有的合理配置自身劳动力资源并使其利用效率最大化的主观动机 ,不考虑其客观效果———
作者注。

本模型中的工作时数指农村劳动力从事农业(含种植业 、林、牧 、副 、渔业)和非农业(如工业 、手工 、商贸 、建筑 、运
输 、教育 、文化事业等等)的一切经济活动所耗费的有效时数(以小时为单位)。但是不包括经济活动以外的时间消耗 ,如煮
饭 、洗衣 、就餐 、娱乐 、闲暇等活动的消耗时数。



流动与转移。

依据这三个推论 ,本模型可具体陈述如下:

(一)总量模型

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总量模型可用如下函数形式表达:

Mh(t)=F〔Hs(t),D(t),Cm(t)〕,且有

 F
 Hs
>0 ,  F
 D
>0 ,  F
 Cm
<0 (1)

(1)式中Mh(t)为 t时期(以年度计算)内农村劳动量向各非农部门转移的总量(它以有效

工作时数 、小时为单位),Hs(t)为 t时期内农村的剩余工时 ,D(t)为 t时期内预期农业部门与非

农业部门的平均收益差距 ,Cm(t)为 t期内劳动量非农化转移的平均成本费用 。(1)式的意义

是:①中国农村劳动量的转移是农村劳动力有效工时向城乡各非农部门的转移;②农村劳动非

农化转移总量是农村剩余劳动时间 、农民对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的预计收入差距以及非农化

转移预期所耗费的成本费用等三个变量的函数。〔对此函数所满足的条件 F
 Hs
>0 、 F
 D
>0表明

Mh 随农村剩余劳动量(Hs)以及农业与非农部门的平均预期收入差距(D)的增加而增加 ,而

 F
 Cm
<0则表明Mh 随转移的预期成本费用的增加而减少。〕

(二)农村剩余劳动(工时)用公式表示为:

Hs(t)=K·L(t)-Ha(t) (2)

(2)式中设K为某一区域(可以是一国 、一省或一县等等)经济生产环境(地形 、气候 、交通

等条件)、法律制度以及社会—社区文化习俗制约下的制度工时。制度工时数 K 一般以年度

表计 ,对于经济生产 、文化习俗差距很大的地区如中国可以用国家法律制度规定劳动日—时数

为标准制度工时①;L(t)为 t期内某区域的农村劳动力数量(以人为单位);Ha(t)为 t期内该区

域的农业工时。鉴于 t期内劳动力与该区域劳动力人口(15 ～ 64岁人口)的变动有关 ,因此 ,若

初始劳动人数为 L0 ,劳动力人口的增长率为 R ,则 L(t)=L0e
Rt
。故上述(2)式可写作:

Hs(t)=K(t)L0e
Rt
-Ha(t) (3)

(3)式的含义十分清楚:某区域 t时期内农村剩余劳动量(剩余工时)取决于制度工时与劳

动力数量的乘积同该区域农业工时之差 。由于中国农村大多数地区耕地面积都呈只减不增之

势 ,且农业技术进步及资本投入在短期内变动不大 ,故在制度工时为恒量的条件下 ,农村剩余

劳动时间实际上取决于劳动力人数的增减。

(三)预期的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收入差距公式可写作:

D(t)=W(t)·Υ(t)-r(t) (4)

(4)式中W(t)为 t期内非农部门的实际工资收入 , Υ(t)为转移者个人对其转移目标———非

农部门就业岗位的预期就业的把握程度即预期就业概率 , r(t)则为 t期内从事农业生产所获得

的实际收入。从表面上看 ,(4)式与托达罗的预期收入差距公式(d=Wπ-r)没有多大区别 ,而

实际的差别在于托达罗模型的 π与本公式的 Υ上。在托达罗看来就业概率 π是农村迁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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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城市正式部门 、新创造职业岗位数量与城市失业人数之比(π= λN
S-N

,λ为城市新职业岗位创

造率 ,N为城市就业量 ,S为城市劳动力总量 ,S-N为城市失业人数),而本模型的 Υ则为农村

转移者对其欲转入的部门获得就业岗位可能性的把握程度 。相比较而言托达罗模型的 π是一

种宏观的非具体化的“盲目”预期就业概率。因为对具体迁移者个人来说 ,即使城市正式部门

新创造的职业岗位很多 ,城市失业率很低 ,但也可能因信息不灵 、个人的人力资本(能力 、学习 、

经验等)条件限制而不能获得预期的就业岗位;而中国目前经验事实则说明 ,即使在与托达罗

设定的相反条件下 ,农村迁移者则照样能找到工作 ,正如蔡 先生在济南市调查所表明的那

样 ,在该市打工的农民有 81.1%的人是靠本地或外地亲戚朋友的介绍 ,引荐或提供较确切信

息而获得就业岗位的 。从另一方面看 ,这些农民就业者作迁移决策时可能根本不知道整个济

南市的失业和新职业增加状况
[ 5]
。而本公式中的Υ则是在农民迁移理性(即蔡 所说的契约

性 、非投机性)驱动下的微观的具体化了的预期就业概率。Υ的含义是农村转移决策对在目标

部门获得就业机会的可能性的预期 。即对每 100个到目标部门求职者中有多少人能获得岗位

的预期 ,此外 ,本模型所指目标部门绝不仅限于城市正式部门 ,它包括了中国城乡所有劳动力

实际收入高于农业部门劳动力收入的非农部门 ,无论其是正式或非正式的部门和岗位。

现将(1)、(2)、(3)、(4)式综合起来构成以下数学模型 ,即寻求充分就业的中国农村剩余劳

动量非农化转移模型:

Mh(t)=〔K·L0e
Rt
-Ha(t)〕·f〔W(t)·Υ(t)-r(t)-Cm(t)〕,且有 0≤f≤1 (5)

(5)式中 0≤f≤1表明 f〔W(t)Υ(t)-r(t)-Cm(t)〕是一个无量纲的分数函数 ,由此便使Mh

(t)=F〔Hs(t),D(t),Cm(t)〕有了以工时(小时)为单位的统一量纲 ,由于它在本模型涉及劳动

(力)转移决策 ,我们将其称为转移决策函数。

(四)关于模型的几点说明

1.本模型是笔者对近年来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非农化转移经验事实的理论总结。它适用

描述经济转型时期农村劳动(力)量乡—城 ,乡 —乡 ,即地域间或同一地域的产业及其部门间的

非农化转移的一切方式。具体地说 ,农村不充分就业劳动力的剩余工时 ,在农民对农业与非农

业收入 差距及获得非农就业机会的理性预期的驱动下既可以在农村地区内部转移 ,也可以通

过劳动力个体迁移的形式向城镇 、向乡村的非农产业部门转移。在农村地区可以是“不离土不

离乡不脱农”式的兼业型的部分转移方式 ,也可以是“离土不离乡 、完全脱农”(在乡镇企业 、村

办企业或农村第三产业)的完全非农化的转移方式 。在城镇地区 ,则是以劳动力个体流迁并在

城镇的非正式部门就业或在正式部门的非正式岗位就业的方式实现有效工时的全部非农化转

移(我们把向城镇的转移称作劳动力及其全部有效工时的“离土又离乡完全脱农”式的转移)。

本模型的劳动(力)量非农化转移如下图 1所示 。

2.本模型中 ,影响农村劳动量(Mh)转移的因素主要有两个:农村剩余劳动量(Hs(t)=K·

L0e
Rt
-Ha)和转移决策函数 f〔w(t)·Υ(t)-r(t)-Cm(t)〕。前者为促进转移的“推力” ,后者则为

吸引劳动力向高收入方向移动的“拉力” 。这两部分的合力作用决定了当前中国农村劳动(力)

转移的“流量”大小。

3.由(5)式可见 ,迁移决策函数内各变量的大小对“开流”的作用至关重要 ,在 f〔w(t)·Υ(t)

-r(t)-Cm(t)〕中 ,转移的目标部门的实际工资收入与农业部门的实际收入的差距越大 ,转移

者对在目标部门的预期就业概率就越高 。转移费越少 ,即当转移决策函数 f ※1时 ,只要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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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有效工时不足的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渠道就会畅通无阻;反之 , f※0则会使开流受阻 ,水

流不畅 。从当前中国乡—城迁移的实际看 ,转移决策函数 f变量的作用举足轻重 ,因为中国农

民如果对在目标部门获得就业机会的把握不大是不会轻易作出转移决策的 。“在家千日好 ,出

门一时难 。”事实上 ,许多地区的农民宁可选择留在故乡从事农业—非农业式的兼业活动以填

补有效工时的不足 ,也不愿远离家门为“挣大钱”而冒找不到工作的风险。

hh

离
土
又
离
乡
脱
农

非正式部门
的就业岗位

正式部门的
非正式就业岗位

城镇地区

+ 决策

- 决策

转移理性:对收入
差距及就业机会的合理预期

转移费用:对转移的机会
成本 、生活费用 、交通运输

费用的预期

中国农村不充分就业
劳动量:剩余工时

(M)

离土不
离乡脱
农

农村地区

乡镇 、村办 、个体
企业等等

非农兼业
(商贸 、服务 、建筑业)

不离土
不离乡
不脱农

图 1　中国农村寻求充分就业的剩余劳动(量)非农化转移模型图示

4.本模型的结构提示我们:注意“开流”之外还必须重视“断源” 。如前所述 ,从农村剩余劳

动量 Hs(t)=(K·L0e
Rt
-Ha)部分看 ,对制度工时恒定 、人增地不增 、农用工时少且较为稳定的

大部中国农村地区来说 ,K和Ha 一定的条件下 ,劳动力的供应量 L0e
Rt
对剩余劳动量的增减起

决定作用:t期初始劳动力人数 L0 越多 ,劳动力增长率 R越大 ,则劳动剩余量 Hs(t)越多 ,可能

向非农产业部门转移的有效工时就越多 。进一步考察显示 ,决定某一农村地区 L0 和 R大小的

是该地区的人口再生产(人口出生 、死亡 ,自然增长)、迁移和 15 ～ 64岁劳动年龄人口(P15 ～ 64)

的劳动力参与率(LFPR)的变动状况。在不考虑该区人口迁移或净迁移率(即迁入和迁出率之

差)为 0的情况下 , t期的劳动力人数可用下面的公式表达:

L(t)=L0e
Rt
,因 L0=P15～ 64·LFPR

故 L(t)=[ P15 ～ 64(t)·LFPR] e
Rt

上式表明劳动力供给量实际受农村地区 15 ～ 64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与劳动力参与率的

影响(所谓劳动力参与率是某地区劳动力人数占劳动年龄人口的百分比),即在劳动年龄人口

一定的条件下 ,劳动力参与率的高低将影响劳动力的实际人数 ,但是这只是短期的 、即时的变

动情况 。但从长期看(15年以上)15 ～ 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会受到该地区人口再生产变

动的影响 ,也就是说现时的人口增减在 14 年以后将会最影响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 ,从而最终

影响实际劳动力的供应量 。因此 ,欲实现农村剩余劳动量“断源”的目的 ,现时的短期的办法是

降低劳动力参与率;若从长计议 ,对农村人口增长实行有效控制则是“断源”的有效途径。

5.在使用本模型时必须注意 ,它是一个纯经济理性转移理论模型。因此 ,主要由非经济原

因 ,如家庭关系 、个人兴趣 、城市非农部门职业对个人心理满足(想见见世面之类)引起的农业

劳动量和农村劳动力的流迁行为则不在本模型的适用范围之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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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最后需要说明的是 ,(5)式可扩展为一个统计模型以计量多个农村社区(或地区)向多个

非农部门的转移的剩余劳动量 。设 n个农村社区(县 、乡或村)的剩余劳动量向 m 个非农部门

(或非农地区)转移 ,其统计模型为下式:

Mhij(t)=∑
n

i=1
∑
m

j=1
〔K·L0ie

Rit
-Hai(t)〕·f〔w ij(t)·Υij(t)-rij(t)-Cmij(t)〕

且有 0≤f≤1 (6)

(6)式中 i为地区且 i=1 、2 、3 、4……n , j为非农部门 j=1 、2 、3 、4……m;当 t期内农民对 i

地区 , j部门预期的收入(w ij(t)·Υij)以及向该地区 、该部门迁移费用(Cmij)已知时便可通过上述

统计模型计算出 t期内某一地区向非农部门转移的劳动总量(总有效工时数)。

上述“开流断源”理论模型的正确性还须通过其经验事实的检验方能予以证实。而要做到

这一点 ,则必需通过专项调查(如抽样调查),进行准确的数据收集 、整理和严格的统计分析 。

在目前尚难完全满足这些数据的情况下 ,我们拟采用对已有调查数据进行经验观察的方式对

模型作出初步验证。

四 、“开流断源”模型的初步验证

1997年 ,我们在中国西部四川省的成都平原及周边地区〔成都市所辖区12县(市)〕农村进

行了劳动力工时利用的抽样调查。该项调查以农村劳动力的有效工时利用情况为基础 ,取得

了与劳动力年度农业和非农业有效工时相关的一系列经验数据
[ 6]
。这些调查数据可基本满足

计量该地区农村剩余工时(Hs)非农化劳动量转移(Mh)的需要。但遗憾的是该项调查对影响

剩余劳动量(Mh)迁移的决策函数 f〔w(t)·Υ(t)-r(t)-Cm(t)〕的几个主要变量如迁入地的实际

收入(w),迁移费用(Cm)未列入调查的数据收集范围。为此 ,我们只能在已获取的有关农村劳

动力经济收入的相关数据中寻求替代(注:这种替代可能是不严格和不精确的 ,但可以起到有

限的解释作用———作者注)。现假定本次调查所有做非农化劳动(量)转移获得的非农净收入

为本模型中〔w(t)·Υ(t)-r(t)-Cm(t)〕。

为了便于验证模型 ,我们对上述(6)式作如下数学变换:

Mh(t)=〔K·L(t)-Ha(t)〕·f〔w(t)·Υ(t)-r(t)-Cm(t)〕

(6)式两边同除以 K·L(t)[K·L(t)>0]得:

Mh(t)
K·L(t)

=(1-
Ha(t)
K·L(t)

·f〔w(t)·Υ(t)-r(t)-Cm(t)〕 (7)

设
Mh(t)
K·L(t)

为既定制度工时制约下某农村社区的剩余工时转移率 ,则 1-
Ha(t)
K·L(t)

为既定制

度工时条件下的农业工时剩余率。

经变换后 ,(7)式表明农村社区劳动力的剩余工时转移率(
Mh(t)
K·L(t)

与该社区农业工时率

(
Ha(t)
K·L(t))成反向的关系 ,而与因工时转移所获得预期净收益〔w(t)·Υ(t)-r(t)-Cm(t)〕成正向

的关系 。仅从定性分析的角度考察 ,只要这两种关系成立 ,则本模型的合理性便得到基本验

证。

首先来看农业工时率〔
Ha(t)
K·L(t)

〕与剩余工时转移率之间的关系 。根据我们对成都平原及

周边地区劳动力工时利用情况的调查资料 ,1996年平原 、丘陵 、山地等三类地区在本地(本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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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县 、本市)和异地(省内其他地区和外省)从事非农活动的劳动力 ,以及留在本乡乡土从事农

业—非农兼业活动的劳动力的剩余工时转移率与其农业工时率之间大体上存在反向的关系 。

如表1所示 ,平原地区劳动力的农业工时率为 0.3728 ,其剩余工时转移率高达 0.6277 ,因

0.6277=(1-0.3788)·f ,可得 f=
0.6277

1-0.3788=1.010 ,此时 f>1是因Mh(t)+Ha(t)>K(即农业

工时与转移非农工时之和已超过制度工时)故扣除其影响可得 f※1 ,说明剩余工时的非农化转

移处于“开流”状态。相反在丘陵和山区由于农业工时率分别高达 0.7470和 0.7853则转移出

去的剩余工时就很少 ,其剩余工时转移率分别接近于 0(注:表 1中丘陵 、山区的剩余工时转移

率之所以为负数是因为这两类地区农业工时与转移出去的非农工时之和已超过我们设定的制

度工时K=2000小时 ,即Mh(t)+Ha(t)>K),由此可证明本模型所显示的农业工时率与剩余工

时转移率之间存在反向关系的定性含意是正确的 。
表 1　1996 年成都平原及周边三类地区农村劳动力工时非农化转移率与农业工时率

地形区名称 个案数(人) 剩余工时转移率[ Mh(t) KL(t)] 农业工时率[ Ha KL(t)]

平原地区 1005 0.6277 0.3728

丘陵地区 268 -.00709＊＊ 0.7470

山地地区 266 -0.0888＊＊ 0.7853

合计 1539 0.3933 0.5094

　　注:带＊＊的表明其农业工时与转移的非农工时之和已经超过制度工时(K=2000小时),即 Mh(t)+Ha(t)>K

资料来源:何景熙.不充分就业及其社会影响———成都平原及周边地区农村劳动力利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 , 1999 ,(2).

下面表2所列的数据则反映被调查地区剩余工时转移量随转移的预期净收益的变化而呈

正向的关系 。由表 2可见 ,1996年该地区样本村3590个劳动力当中仅有 498人完全脱离农业

转向非农经济活动 ,仅占总劳动力的 13.87%;而这些将劳动力个体和全部有效工时作非农转

移的劳动力中大多数人(343人)选择了在本乡 、本县 、本市范围内从事非农活动 。统计显示 ,

这部分人转移的工时量为 763958小时 ,占非农转移工时总量的 68.7%;而选择在四川省内(除

成都市外)其他地方和外省从事非农活动劳动力仅 155人 ,其转移的工时量为 273453小时 ,仅

占转移工时总量的 31.3%。
表 2　1996 年成都平原及周边地区农村劳动力工时非农化转移与转移的预期净收益

转移方式 迁入地 个案数(人)
剩余工时转移量

M h(t)(小时)

转移的预期净收益(元)

[ w(t)＊ (t)-r(t)-Cm(t)]

本地非农

本乡

本县

本市

小计

165

103

75

343

372867

252206

138885

763958

5577.15

5034.95

4200.00

5113.21
异地非农

　

　

省内其他地方

外省

小计

37

118

155

74000

273453

347453

4224.32

2935.85

3243.46
合计 498 1111411 4531.25

兼业 本地 1041 508216 3446.87

总计 1539 1619627 3797.77

　　资料来源:何景熙.不充分就业及其社会影响———成都平原及周边地区农村劳动力利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 , 1999 ,(2).

其所以如此 ,正如表 2所示 ,在本地从事非农活动的预期净收入达 5113.21元 ,远高于异

地非农活动的净收入 3243.46元(见表 2)。这也正是被调查地区大多数完全非农化转移劳动

力在对预期净收益权衡之后所作出的以就近转移为主的理性选择 。除此之外 ,我们从表 2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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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还可发现 ,该地区劳动力中更多的人是选择在本地从事农业—非农业式的兼业活动 ,如

表2所示 1996年选择留在本地从事兼业活动的劳动力达 1041人 ,其转移的剩余工时总量达

508216小时 ,占该地区所有非农化转移工时总量(1619627小时)的 31.38%。同期 ,这批兼业

劳动力的预期净收益为 3446.87元 ,高于异地从事非农活动的预期净收益(3243.46元);当其

扣除了农业收入后的非农预期净收入反而大于在外地从事非农活动的净收入时 ,绝大多数农

民选择留在本地从事非农兼业活动 。这样做 ,既可在农忙季节不误农时 ,保证正常的农业生产

经营活动的进行 ,同时又使其转移的成本接近于零 ,从而有利于提高个人和家庭的实际净收

益。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 ,农业—非农兼业这一转移方式无疑是更有利 、更明智的选择。

上述以近期调查所得到的经验数据为依据所作的比较分析已证实了本模型的理论含义的

合理性 ,即决定当前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量的两大主导性经济因素是:(1)完成农民个

人和家庭所承担的农业生产经营后的剩余工时的多少 ,在一定时期内农业工时越多 ,可以作非

农化转移的剩余工时则越少;(2)非农化转移的预期净收益 ,即扣除非农化转移的成本费用后

的非农业收入超过农业的净收入部分。预期净收益越大 ,向非农部门和地区转移的剩余工时

越多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 ,目前中国大多数农村地区在实现劳动力非农化转移的过程中 ,普遍

存在超过制度工时界限的情况 ,例如在我们进行抽样调查的成都平原及周边地区就地或异地

非农化转移的劳动力其年度有效工时均大于制度工时(见表 2)。此种现象表明 ,尚处于温饱

向小康过渡阶段的中国大多数农民为追求经济收益的最大化 ,宁愿放弃应有的间暇或休息时

间。因此超过制度工时界限来实现充分就业 ,乃是当前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的一大特

点。

综上 ,笔者认为 ,本模型及其所涉及的经验事实引出了下列两方面的政策含义:

其一 ,中国农村寻求其剩余劳动量的非农化转移与充分就业的目的在于增加经济收益 。

因此 ,不论城镇或农村 ,无论外地或本地 ,无论工业部门或其他产业部门 ,只要有预期净收益高

于农业部门的地方存在并且对农民是开放的 ,就会形成剩余劳动力“开流”的渠道。对此 ,政府

的合理选择是 ,通过制度改革与创新 ,建立城乡一体的 、完善规范和信息对称的劳动力市场 ,并

维持良好社会和市场秩序 ,从而扫除“开流”渠道上的一切制度障碍而不必刻意制造就业岗位

或人为引导就业 。这就是对政府而言的“有所为与有所不为” 。

其二 ,如果说在剩余劳动“开流”问题上应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政府干预而让农民有充分的

选择余地的话 ,那么 ,在“断源”问题上 ,即在切实有效遏制农村劳动力未来过量增长势头的问

题上 ,政府则必须有所作为 ,绝不可放任自流 。事实上 ,转型时期中国农村劳动力增长趋势相

当严峻 。根据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对全国 11个省区 222个村的抽样调查 , 1990 ～ 1994

年间农村劳动力以平均每年 3.11%的速度递增(同期耕地面积却下降了 3.6%)。这种高速的

劳动力增长在未来耕地面积有减无增的条件下 ,意味着剩余劳动量的过量增长
[ 7]
,此种趋势如

长期持续下去 ,即使“开流”做得十分成功 ,但源头未断 ,每年剩余劳动(力)量仍可能超过非农

化转移量 ,农村劳动力的不充分就业问题难以最终解决 。所以在“断源”问题上 ,即对中国农

村 ,特别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实施有效人口控制及其相应的综合治理(如医疗保健 、教

育 、培训等人力资本投资以及降低农村劳动力参与率的各种措施)等问题上 ,政府的强有力干

预不仅是绝对必要的 ,而且是不可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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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女性外来劳动力月工资收入的影响表明 ,不同地区男性外来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差异很大 ,而

相比之下 ,不同地区女性职工之间的收入差异要小得多 。

四 、结论

综合上文的讨论结果 ,我们可以初步作出以下结论:

1.发达地区外来劳动力中男性和女性之间月工资收入存在很大的差异 ,平均大约为 200

元 ,相当于女性外来劳动力平均月工资收入的 40%。除了由于男性职工的受教育程度要普遍

高于女性职工以外 ,造成男女外来劳动力收入上的这种显著差异的另一很主要的原因是在就

业和收入决定上存在着对女性严重的性别歧视。因此 ,有必要进一步规范外来劳动力就业制

度 ,作出合理的制度安排 ,消除外来劳动力就业和收入之间的性别差异 ,切实保障妇女的合法

权益 ,从而极大地调动她们的生产积极性并充分发挥他们的劳动效率 。

2.不同性别外来劳动力就业和收入之间的差异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女性外来劳动力文化

程度普遍低于男性外来劳动力 ,而男女受教育程度之间的较大差异 、外出打工者中女性的高比

例和低龄化等都反映了我国农村教育仍然存在着较大的性别差异。此外 ,社会分工和家庭职

责也影响着女性的就业和个人发展 。在很大程度上她们仍为家庭所束缚 ,承担着照看子女 、抚

养老人的义务。因此 ,提高妇女的地位首先也必须从教育着手。通过教育提高她们的素质 、改

变她们的思想观念 ,从而增强他们在现代社会生存和发展的能力 。

3.地区差异对外来劳动力收入差异影响很大 ,这反映了在存在大量外来劳动力的经济发

达地区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着种种限制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 ,它们影响和阻碍着劳动力资源

的优化配置 。劳动力的跨地区和跨省流动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经济发达农村地区

应当做的是尽快消除各种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市场障碍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对外来劳

动力的综合管理和服务 ,为劳动力的充分自由流动创造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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